





























































































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指导下的“改戏、改人、改制”之后。例如 1956 年 4
月，浙江昆剧《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后，毛泽东主席曾有过“全国各剧种有条
件的都要演”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也有过“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讲话







































































































































































































                三、“剧种”与“声腔”的互
变动因 
  
强调“声腔音乐”只是“戏曲剧种”艺术构成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以偏概
全，不等于完全否认“戏”与“曲”的联系。相反，我们还要通过王国维把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通称→今人袭用“戏曲”作为一个固有概念→继
而用“戏曲声腔剧种”代替“中国戏曲剧种”的轨迹多问几个“为什么”，把
深究“剧种”与“声腔”的互变动因，看成“剧种学”研究的必经之路。 
明确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前提。然而，戏曲研究中常用的不少概念，来自民
间艺人的口传术语和旧世文人的整理诠释。由于时代、地域、条件、角度等多
方面的差异，好些古语陈词至今显得纷繁复杂而易生歧义。再加上今人在概念
涵义模糊、思维方式单一、思辨逻辑混乱、研究方法陈旧情况下的误读与传
释，戏曲理论长期落后于戏曲实践的趋势则在所难免。甚至可以说，在不少人
以“资料诠释”和“经验复述”代替“理论创新”的当今戏曲学术界，普遍存
在着一种研究对象不明（如“川剧”与“四川戏”、“戏曲”与“戏剧”、
“剧种”与“声腔”）、感性大于理性、观念大于逻辑、历史大于现实、形式
大于内容、今人不如古人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通病。这种既未弄懂前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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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不清现实、既未看透内蕴而更看不到未来、老是跟着“感觉”走的通病，
使一些戏曲研究者如同倒骑毛驴、紧抱“法器”却视野狭窄、视力短浅的张果
老——尽管也有“神仙”职称，却失去“人气”；尽管也在“前行”，眼里却
只有“过去”。 
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对过去“政治标准”、
“伦理道德标准”的反思，从历史学、美学、戏剧学角度研究戏曲的学者日渐
增多。但由于不少人研究观念、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唯历史、唯美学、唯戏剧而偏执一端的研究倾向也较明显。而事实上，如果忽
略了戏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多向联系，其研究则难免
“画地为牢”而留下破绽。因为，戏曲与社会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
种客观存在，根本就难以剥离。或许，多角度的动态聚焦研究比单角度的静态
考证诠释更难一些，对于研究者的素质和学养的要求也更高一些，但惟其如
此，成果也才会更全面、更透彻、更科学一些。 
相对而论，单角度的研究比较容易。例如单从历史角度看：两汉至隋唐的
代面戏、角抵戏、俳优戏、参军戏、歌舞戏等，既称“百戏”、又称“杂
戏”，音乐或文学视角也称“散乐”；及至宋代，又统称“杂剧”（宋南戏称
“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戏曲”亦属“杂剧”），文学视角则称“戏
文”；元杂剧出现后，中国东部戏剧始分南、北。在明代，戏剧视角称北剧、
南戏，音乐视角分南曲、北曲（文学意义之“曲”，则多指诗、词、曲的文字
格式）。王骥德说“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划地而知也”（《曲律》），王
世贞讲“北主劲切雄壮，南主清峭柔脆”（《曲藻》），皆就地方生存主体群
体性格所传达的共同情感特色（非剧中人）而论。明清之际的“杂剧”、“传
奇”，仍为时人对于戏剧的通称，但主要是从文学视角指文人写作的剧本。剧
本唱词，亦多沿用固有联套体曲牌格式“填词”（李渔即称“传奇”写作为
“填词”）。也就是说，从“百戏”、“杂剧”、“传奇”直至王国维 20 世
纪初所论之“戏曲”，都不过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通
称，仅此而已； 
再如单从审美角度看：中国戏曲剧种都具有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审
美共性。这种共性主要源自戏曲传统美学思想支配下艺术生产的表演体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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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行当）和音乐体制（声腔音乐）。一个戏曲剧本，任何剧种都可以移植或改
编（如关汉卿的剧本）；一种表演技艺，任何剧种都可以练就或演出（如川剧
的“变脸”、“滚灯”）；一种声腔音乐（如曲牌体的昆腔或高腔、板腔体的
皮黄腔或梆子腔），任何剧种都可以运用和改造；一种舞台美术，任何剧种都
可以制作或模仿（如川剧的服装、头帽、道具、布景等，即多效仿东南地区的
越剧）。所以，戏曲总体始终与歌、舞、话剧的审美特征明显不同。又由于戏
曲各剧种表演体制和音乐体制总是存在着相对的差别，因而各个剧种所表现的
地方风格和特色也不一样；还由于听觉的“音乐”比视、听觉综合的“表演”
更单一、更直接而更易于传播；于是，“声腔音乐”便被一些人看成是此剧种
区别于彼剧种的“明显标志”或“本质特征”。于是，便产生了主要以“声
腔”追溯“剧种”历史的现象； 
但从根本上看，无论历史学、美学还是戏剧学，至今未见回答好为什么当
下戏曲有的是“单声腔”剧种，有的是“多声腔”剧种的问题；至今未见解释
清为什么有的“声腔”从古至今一直与“剧种”同义（如秦腔、昆腔），有的
“剧种”与“声腔”却并不同义（如京剧与“皮黄腔”，以及大量的“多声
腔”剧种）的问题；至今未见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阐明为什么有的“声腔”
在流变过程中会衍变成新的“剧种”（如京剧，便是秦腔、徽调、汉调等声腔
往复流变于北京落地生根的剧种），有的“剧种”则蜕变为“声腔”（如昆、
高、胡、弹、灯几种“声腔”，在清代约 150 年的“移民填川”过程中都曾经
与“剧种”同义，但后来都渐渐蜕去了“剧种”的原籍特色，被川剧作为“声
腔”剧目所兼容）等等问题。 
如果扩开视野，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看戏剧文化与人类总体的联系，看戏曲
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看戏曲各剧种与各地方、各民族人群的联系；继而从
艺术社会学看剧种产生的人文地理条件，看剧种与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
的联系，看剧种与当时当地社会生产（物质的、精神的）发展水平的联系；再
从发生学借鉴“阶段论”和“突变论”看“剧种”与“声腔”此起彼伏、交替
互变的社会动因，许多纷繁复杂而令人困惑的问题便可以逐一获得符合历史、
符合逻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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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戏剧是人为，戏剧演人生，戏剧衍生和发展的原动力也在人
生。人类戏剧发展史上的不少事实证明：一种戏剧的兴、衰、存、亡，取决于
一定人生社会占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与其制约下的知识阶
层、演艺人员、当时观众“四要素”（大于“戏剧学”视野的剧作者、演员、
观众、剧场“四要素”）是否形成一种“总的活力”。戏曲“剧种”与“声
腔”互变的基本动因亦在于此。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如果“官方”与“民间”
协力共济，戏剧则兴；如果“官方”重视而得不到“民间”的广泛响应，或者
戏剧没有知识阶层的积极参与，或者戏剧的创造者和欣赏者越来越少，戏剧必
衰。因此，《川剧百年史》即是要抓住当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契机，
从巴蜀地区行政区划的古今变迁、生存主体的重大变换、明代川戏的基本形态
三个方面的联系切入，具体追述巴蜀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传
统。并通过对这一地区“剧种”与“声腔”变化及动因的具体分析和客观描
述，重塑“川剧剧种”的新景点，展示出一条川剧孕育、形成、诞生、成长、
发展、振兴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风景线。 
 
